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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讨论毛泽东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初的经济体制时，整体接

受斯大林模式，又试图对它进行体制突破的两次大规模探索: 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

革命”，讨论了它的理论错误和失败原因。认为: 除了受斯大林模式思维定式的影响，对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严重认识偏差之外，党在那个时期指导思想上的若干误区，尤其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若干基本原理的错误认识，也是导引失败的重要原因。其中有些

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必要的澄清。
〔关键词〕斯大林模式; 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

一、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形成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十月革命启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破土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鼎盛期。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与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历史逻辑的延续性。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以苏联模式为范本建设社会主义毋庸置疑。很少有

人意识到这个由斯大林作了重大改造的苏联模式，与列宁生前初步建立的经济

体制具有多么巨大的差别。一开始在很短的时间里，执政党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84—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也就是将一种国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

类似于列宁模式的经济体制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很

难做到。何况之前，新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被党的理论界定为“过渡时期”，因此

不可能阻挡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胜利进军。到 1956 年，按照苏联榜样进行的，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个带有中国色彩

的斯大林模式基本建成。中国共产党利用革命战斗中建立起来的纪律严明的组

织体系，及其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良好关系，采用相对温和的措施，在较短

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这一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没有扰乱社会生产，尤其是没有

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在这一点上，学生的成绩的确超过了老师。
1． 斯大林模式的性质

作为经济体制的斯大林模式，可简单定义为一个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国

家辛迪加”，一个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巨型的科层等级系统。它的体制特征主

要有两点: 其一，最大限度地发展国家所有制，不仅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求其他公

有制形式沿着“一大二公”的方向不断向国有制“升级”; 其二，最大限度地利用

科层制的“命令———服从机制”〔1〕
组织社会生产、配置经济资源，不仅限制市场

竞争的作用，而且尽一切可能把市场扼杀在萌芽形态。这两个体制特征的结合，

决定了在“国家辛迪加”的体制结构中，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合一，经济权力与

政治权力合一; 大科层系统的上层是国家政权组织，而全部社会经济组织作为国

家行政机构的附属与延伸，则构成这个大科层系统的基础。尽管现实的大科层

体制始终受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分散的制约，不得不保留国家与集体农业的商品

交换; 受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分散化和消费需求多样性的制约，不得不在消费品分

配中保留货币媒介。但是这个经济体制的“理想目标”是纯粹单一的生产资料

国家所有制，加上覆盖一切的“大科层”计划体制。它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理

论概念，而且影响着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历史的事实表明，该体制与当代生产

力的不协调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过度依赖于高度集权

的科层机制，置于科层等级顶端的中央计划中心不堪重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由于对最高决策层可能出现的失误缺乏及时有效的纠偏机制，很容易产生经济

运行的大规模系统性偏差。二是不能持续地调动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

精神，不得不长时间地依赖于高强度的政治动员，社会经济的激励效率和创新效

率低下。
长期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

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包围和军事压力下加速国家工业化的唯一正确、
唯一可行的选择。林毅夫等人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上世纪

90 年代，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我国在 50 年代选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

其必然性，理由是: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要准备打仗，

要迅速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因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这样一种产业发展

先后顺序的选择与市场经济下自然的产业发展顺序不相吻合。在市场经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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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从投资少回收快的轻工业发展开始，在积累了一定的资

本实力之后，才转向比较多的发展重工业。由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市场经济的

一般规律相违背，在经济体制选择上也不得不放弃市场体制，依赖一种可以由国

家直接控制的工业化模式。〔2〕
本文作者也曾经认同这种观点。

2．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结合我国 30 多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迅速崛起的的实践，重新阅读上世纪

20 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有关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文献，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

为，上述理论观点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斯大林模式的确是一个处于经济和军

事包围中的落后国家加快工业化步伐、实施经济赶超战略的可行选择，但它是否

唯一选择，或者最佳选择，则是大可商榷的。
上世纪 20 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苏联党内有关国家工业化模式有两种

对立的观点: 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人布哈林认为，促进工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市场

需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因此关键在于发展农业

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使得农民有能力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乃至于各种农业生

产资料。为此，必须保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等价交换，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鼓励农民通过自身努力走上富裕之路。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则认为，布哈林的观点只是适用于国家经济恢复期原有的工业设备生产能力尚

未充分利用的情况，而不能满足经济恢复期结束以后大规模基建投资和技术改

造的需要。他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

累是通过超经济的掠夺实现的，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未能获得先进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缺乏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国内力量积累

工业资本，这个资本主要来源于农民提供的剩余价值。他主张工人的国家用一

种市场交换的方法获取农民的剩余价值，即国家利用其在工业生产中的超垄断

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

累。〔3〕
布哈林断然拒绝对农民的这种超经济剥夺，认为它将极大地打击农民群

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阻碍农业的发展，并且从根基上破坏国家工农联盟的阶级

基础，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至于工业资本的积

累，这是可以通过发展工业生产逐步从工业内部形成的。〔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辩驳道，这样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根本不能满足巩固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物质基础的需要; 何况这种鼓励农民发财的政策思路必将导致农村两极

分化，导致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的复辟，因此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现在看来，这场发生在 80 多年前的争论，双方的理论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都不全面。只有综合二者的长处，才能形成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政

策措施，解决国家工业化的紧迫课题。遗憾的事，两位曾经合作撰写了《共产主

义 ABC》的党的优秀经济学家，都未能以科学探讨的平和心态讨论问题，没有认

真思考对手思想的合理成分，而以一种非“社”即“资”的思维定势给对手上纲上

线，丧失了在兼容并蓄中重新合作，为党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路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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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布哈林维护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如发展商品经

济，巩固工农联盟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强调的则更多是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

策时未曾触动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倾向，如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冲突，小生产每

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等。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过程回头去看，布

哈林的见解无疑更有远见，也更多真理的成分。但是从争论所涉及的经济政策

具体层面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言不无依据，其对现实经济的焦虑，来源于如

下事实: 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资金严重缺乏，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速度

太慢，而农村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开，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粮食购销渠道，国家粮食

安全堪忧。布哈林对此并非没有察觉，但却以新经济政策大方向正确为据，学究

气地对形势盲目乐观。他没有积极引导和支持劳动农民发展生产合作社，也没

有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经济组织有效控制粮食购销渠道，却寄希望于个体农民

经济自发的发展缓慢地为国家工业化开辟市场。作为一个党的政策的制定者，

布哈林的这个“小小疏忽”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党的事业，而且对他个人的命

运都是危险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当这些具体经济问题逐步积累酿成全局性危

机后，任何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都不能发挥作用了，不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

会主义原理是积累规律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布哈林也失去了在新经济政策框架

内作出补救的机会。斯大林果断地结束新经济政策，以行政强制手段来解决粮

食危机，而这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临时性措施，最终演化为影响全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几十年的大方向。
3． 中国社会主义模式选择的可能与现实

从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高速工业化经验看，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

国家的的工业化起飞，并不一定要把全部社会资本积累集中到国家和国有经济

手中，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计划调控，迅速而有效地将国民经济的积累与消费

比例调整到一个与经济起飞相适应的水平。事实上，高积累低消费是几乎所有

新兴工业国家成功赶超的基本经验，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即

使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提高积累率也需要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

的积极性，在国家积累，外商投资，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在家庭经营的农民经济基

础上发展乡镇企业等多种渠道下实现。单一所有制下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并非

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更不是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看，积累与消费比例的调整是经济落后国家在资本主导

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加快发展，实现赶超的必然选择，是全球范围内价值规律作用

的必然结果。工人和农民都要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就

是说，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赶超战略，整个民族在起步阶段都要勒紧腰带搞建

设，以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它涉

及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体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调整，局部利益与整

体利益的权衡，而并不总是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尤其体现在这里。国家在有计划调整国民收入结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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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措施，但这是必须在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最终取消的。关键是在整个进程中妥善处理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用一种市场经济的方法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国家

工业化进程。尽管国情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斯大林模式下苏联经

济的工业化成就，与中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所创造的工业化奇迹相比，还是明

显地相形见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唯一选择，

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佳模式。
可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三十年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窝臼。

毛泽东并不迷信斯大林模式，他在 1956 年完成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从两个方

面指出了这一经济模式的缺陷: 一是没有摆好“农、轻、重”的关系，不懂得三者

间相互关联的辩证法; 二是过度集权，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应该说，毛

泽东当年对问题的把握是相对超前的。但是，如何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张在坚

持重工业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加大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工厂一点独立性，“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

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5〕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打算从根本上改革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

体制，而主张在这个体制框架内更辩证地处理农轻重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由谁来处理和调动? 当然还是由一个计划中心自上而下地进行。正

因为如此，此类改革虽有进展，却不可能走得太远。

二、人民公社运动的探索与失败

关于毛泽东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修正，人们讲得最多的是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几经反复，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给地方的权

力更多，这对于 1978 年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无疑是有利的。事实上，毛泽

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雄心远超出这个范围。1957 年以后，毛泽东对斯大林

模式有实质性触动的大规模探索有两次，一次通过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在限制商

品货币关系方面比斯大林走的更远，另一次为了杜绝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倾向，

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这两次探索都以失败告终，对经济体制的

影响多数是负面的。总结这两次失败对于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探索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1． 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

1958 年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伴生物。这是一场在高效

的政治动员中发动的群众运动，它要突破一切经济规律的约束实现自己的宏伟

目标，任何合理的政策方针都在上下互动的正反馈回路中走向极端。重视农业

的基础性作用，演绎成为粮食“放卫星”的神话，而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则蜕变

为全民大办钢铁的悲喜剧。人民公社运动从 1958 年 7 月领袖的主张公开见诸

报端，〔6〕
到 9 月底全国 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人民公社，整个过程时间还不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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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这显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变革计划。一直到 1958 年 11 月，河南省委

书记史向生在向毛主席汇报人民公社工作时还说，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

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

而且越说越糊涂。毛对此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7〕
毛泽东把支持人民群众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放在首位，主张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导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一开始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

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我们现在

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8〕
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生产资料所

有制和劳动组织方面追求一大二公，并且通过政社合一的形式把农业经济组织

置于政府机构的体系中，使人民公社尽量向国有经济靠拢。毛泽东 1958 年 8 月

为北戴河会议决议加写的一段话，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由集体所有制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

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9〕
二是提倡公共食堂，主

张生活集体化。〔10〕
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向共产主

义过渡。这其实不单是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当时也

说过同样的话。〔11〕
显然，这些主张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具有乌托邦性质。

一开始，人民公社的平均规模就达到每社四千八百户，这是两万人以上的大

集体，一些地方还嫌不过瘾，如河北徐水宣布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要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而且，公社在生活集体化方面也普遍有所行动，尤其是公共

食堂( 往往“吃饭不要钱”) 几乎成了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标志。由于实践中问

题不断，运动基本上就从这个“高起点”不断向后退缩。1958 年 11 月召开的第

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的亢奋有所降温: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

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

有制，像工厂 那 样，是 不 是 开 了 海 口，讲 快 了?”“北 戴 河 决 议 要 有 点 修 改 才

好。”〔12〕
他在会上多次批评了要消灭商品交换，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

观点，但是，会议决议仍然认为: 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
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13〕1959 年初，毛泽东注意到一部分

农村出现的农民“瞒产私分”现象，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提出了更加谨慎的主

张:“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

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

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

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乃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14〕
他感觉到，当时高

度集中、规模过大的人民公社存在问题。“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
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15〕

在 2、3 月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

东率先提出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规模相当于高级合作社的

生产队确定为基本核算单位，提出社与社、队与队，也要等价交换的思想。〔16〕3
月，毛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里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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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小队，或称生产小组、作业组，规模大体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

到 7 月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似乎总在是在设法纠正实践中“左”的偏差，但这是

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方向前提下的纠偏，用毛自己的话说，是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问题。这种纠偏不可能使党真正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庐山会

议上的冲突，其实质即在于此。此后，反左转换为反右，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反右倾运动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自上而下推动的几个大

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大办公共食堂、
甚至大办养猪，都变成了各地大搞“一平二调”的推手，最终导致了 1960 年的巨

大灾难。毛泽东事后曾有这样的分析: “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

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

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反右是应该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

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17〕
毛泽东在此期间曾经多次

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给予严厉批评，但事实证明，在坚持整体错误的前提下要纠

正局部错误是不可能的。1960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一

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还要求全国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

社。毛主张对城市人民公社暂时压一压，但他对各地纷纷办起的公共食堂给予

了热情的支持。事实是，从 1960 年春天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出现饿、病、逃、死现

象，一直到河南、安徽、山东、甘肃部分地区大范围死人事件，左倾错误的恶果在

高层引起震动。
2． 毛泽东总结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

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对于一个依靠农民战争取得政权的执政党尤其如此。
但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却不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此后逐步得出的结论

大抵如此: 第一，太快。第二，太大。第三是干部队伍问题，他从阶级斗争角度去

看这个问题，给后来的“揪党内走资派”埋下了伏笔。
太快首先是指建设的步子走得太快，同时也指机体经济体制调整的步子太

快。其实质是急于过渡，从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急于

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必然产物。但是毛泽东更多的把它总结为过渡的步子太

快了，把一个定性上的错误化解为定量上的错误。早在河南信阳事件暴露之初，

毛泽东对自己所犯错误就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

设想的过快。”“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他怎么更正? 把“三、四
年”“五六年”改成了“至少七年”，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

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以后才能改变。”同时提出“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

内社会主义制度(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坚决不变”。〔18〕
可见，毛泽东在严峻的现

实面前首先调整的只是过渡时间，而不是急于过渡的基本方针。真正放弃两个

过渡方针，对于毛泽东来说，也许是在 1961 年讨论和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六十

条”的过程中。那年 9 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在我国，建设

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19〕“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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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

“太大”当然是指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太大，毛泽东事后在许多场合对

此有所阐述。1960 年末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就对有些地方县合并的太

大提出质疑。〔21〕1961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浙江、江西等地调查汇报时，更加明

确地指出:“县、社规模太大”，“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甚至食堂也是“划小为

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在此期间，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公社

以乡为单位，基本核算单位可以下移到原来的生产小队，即初级社等想法，〔22〕
为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六十条) 敲定了基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

草案》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充分讨论，反复修改，于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

会上通过，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试验成果的总结。条例给

出的最重要结论是: 人民公社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

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这种

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如前所述，这里所谓生产队，规模与范围大

体与当年的初级社相当。同时条例还规定了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实行民主决策的

机构，“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

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

员大会讨论决定，不能由干部决定。”由于规定社员口粮一次分发到户，办不办

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事实上就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至此，一种以加快两

个过渡为目标的体制试验告一段落，与合作社运动完成时的状况相比，基本核算

单位的规模甚至有所缩小，但是它保留了三级所有的体制，因此为一定时间以后

农村所有制的升级保留了基础。条例规定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也许是运

动保留的最重要成果，它使高度集权的国家辛迪加将自己的行政触角延伸到最

广阔的农村基层，使计划经济体制按自身逻辑发育得更加完整。毛泽东以为农

村集体所有制体制可以稳定一个时期了( “至少 30 年”，他并没有放弃所有制升

级的目标) 。后来的事实证明，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看，当时的体制调整并没有

到位。党内一些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先行者很快就从群众的实践中看到了方

向，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同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显然是认为包

产到户已经触到了退却的底线———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断然予以拒

绝。现在看来，这个结果具有必然性。当时党内不仅毛泽东同志，而且大多数人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框框内，“小生产每日每

时地产生资本主义”还是不可动摇的教条。中国共产党人要跨越这一台阶还需

要从实践得到更多教训。
毛泽东从人民公社运动失败得到的第三点教训有关干部队伍。伴随着国民

经济的严重困难，干部队伍的严重“五风”问题( “共产风”、“命令风”、“浮夸

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 暴露出来。毛泽东对干部欺压老百姓深恶痛

绝，认为一些地方是“坏人当道”，〔23〕“反革命分子复辟”。〔24〕
他告诫地方的同

志:“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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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25〕“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

个经验教训。”〔26〕
当然，毛泽东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他们要抓紧教育，“使

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27〕
遗憾的是，当时党的高层，包括

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形成科学的认

识。

三、文化大革命的探索与失败

毛泽东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探索———文化大革命，开始于 1966 年。但它的

伏笔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埋下。这次会议将党的八大通过的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转换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从而使整个国家的航船加

速驶向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但也有学者以为文化大革命的伏笔在反右斗争之后

毛泽东 1957 年 9 － 10 月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

主要矛盾。”〔28〕
这个提法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八大决议中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消

费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使党重新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轨

道上。
1．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逻辑

现在看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是

对国内阶级矛盾的形势判断过于严重，认为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先是

从反右斗争中看到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有许多不同声音，核心是政治民主，与他

自己的，从斯大林体制中传承的政治理念有巨大差别，一旦释放出来对现在政治

体制的冲击非常可怕( 匈牙利事件) 。从这里他得出结论，知识份子的阶级性质

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资产阶级

学术权威的前提依据。并且从这时开始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就偏离了八

大的路线。之后，他又从三年困难时期暴露出来的干群矛盾，以及后来在四清运

动和社教运动中揭露的大量干部违法乱纪甚至为非作歹的事实中进一步看到

“敌情”，认为这种情况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

辟的严重危险。文革前夕毛在一个有关干群关系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如果管

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

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

级打倒。”“官 僚 主 义 者 阶 级 与 工 人 阶 级 和 贫 下 中 农 是 两 个 尖 锐 对 立 的 阶

级。”〔29〕
从这两个方向，毛泽东看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后继续进行阶级斗

争的对象。进一步地，毛泽东认为，两个方面阶级斗争的源头都在党内，在党的

领导机关的上层。“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

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
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30〕

其次是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的认识，与党内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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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品格的思想和行为经常地发生冲突，从而强化了他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判断。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纯粹的斯大林模式，甚至是比斯

大林模式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这从他急于“两个过渡”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也

从他对“大包干”等务实主张的高度敏感中可以看出。一直到 1975 年底，毛泽

东在与周恩来同志的最后一次深谈中，仍然念念不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

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

限制。”〔31〕
凡是他认为背离这一方向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

路”，这就使得他对党内意见分歧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进而认为党内存在严重

的两条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

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32〕
当毛泽东发现自己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错误判断不为党内多数人认同，并且他自觉年事已高，接班人问题又不能不抓

紧时间重新布局。他就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背水一战了。“我没有私心，我想

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要依靠群众，不

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33〕

其三，革命党人的惯性立场局限了毛泽东在执政党地位上解决重大政治问

题的选择空间。如何防止党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旦出现又如何应

对? 毛泽东没有从体制内发展政治民主，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建

设方面去考虑问题，而直接想到了“地方造反”和发动群众揪走资派，为此不惜

打乱全部社会秩序。对于一个执政党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来说，这种选择很难

让人理解。但是联系到毛泽东对形势严重性的错误判断，尤其是党内已经存在

两个司令部的错误判断，再加上他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主要

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文化大革命

的选择其实有其必然性。毛泽东始终没有从革命党的立场转换到执政党的立

场，在他的策略选择空间中，地方造反，重上井冈山，或者发动红卫兵打倒各级党

委都是可选项，但就是不能想像民主、法治这套东西，因为这正是革命党必须坚

决与之斗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此理论前提下反对官僚主义者，恐怕也只能

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了。这种把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经常化、制度化的想

法，只能在毛泽东诗人般的头脑里产生，而这也正是这位诗化的革命领袖人生最

大悲剧。
最后，出于对党此前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同志政治取向的误判 ( 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急于对自己身后党内权力更替的格局作重大调整。
这里涉及的当然不仅是从刘少奇到林彪这样的个人权力的调整，而且关系到整

个权力系统、整个干部队伍的重新布局。
2．“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失败

我们的观察越是接近 1966 年那个疯狂的岁月，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位党的领

导人之间的个人对抗色彩就越是显现，一些人因此而将这场斗争的动因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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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对刘的个人恩怨。现在看来，离开以上几点相互衔接的的政治逻辑，仅仅从个

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去看文化大革命，这几乎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许多事情都无

法理解。刘少奇当年并没有明确的对抗意愿，而毛泽东却动员了全部政治资源。
毛泽东先是精心策划了文化领域步步深入的大批判，进而从学校到机关，到工厂

甚至部队，发动群众层层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不惜在党的会议

上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鼓励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如果单纯从党内权力之

争的角度看，毛泽东当年的许多做法都显多余，至少可以说是“反应过度”。我

们只能认为，伟大领袖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清除以刘、邓为代表的一小撮党内异己

分子，而是要摧毁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整个国家官僚体制，进而由通过大民主的

方式，自下而上地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同时也为接班人的更替做好思

想和组织准备。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布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全面夺

权，毛泽东很快就表态支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

是好的。”“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群众选举干部，就让

他们选嘛! 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但是，全面夺权并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样

顺利，随着各级党组织在夺权中纷纷瘫痪，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现象越来越严重。
派性林立，武斗频发，工矿停产，交通堵塞，国民经济状况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

干部受到残酷打击，人身摧残，局势几近失控。毛泽东对造反派领袖多次批评教

育未见成效。最终不得不利用“军宣队”和“工宣队”制止学生武斗; 重新启用老

干部，组织“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恢复革命和生产秩序。到 1979 年召开党

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最终同意将林

彪这个“接班人”的名字写进新修改的党章。
但是，后来事件发展完全超出了毛泽东与全党的预料，林彪事件之后，文化

大革命运动的彻底失败暴露在世人面前。法定的接班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掌了权的造反派丝毫不比所谓“走资派”更加贴近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探索没

有能够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倾向，为此人们还需要付出更多艰苦而

韧性的努力。毛泽东仍然希望给文化大革命盖棺定论，“七分成绩，三分错

误”。〔34〕
但是，历史的评判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定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

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四、社会主义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的再探讨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探讨之后，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弊端

及其被移植到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危害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理解，对毛泽东在

移植和改造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和所面临的问题也有了越来越深刻

的认识。但是，对于毛泽东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两次探索失败的历史教训仍然总

结不够。笔者认为，除了受斯大林模式思维定式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

严重认识偏差之外，党在那个时期指导思想上的若干误区，尤其是毛泽东对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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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若干基本原理的错误认识，也是导引失败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认识已经极大地提高，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错误

观点在干部群众中至今仍有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澄清。
1．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方面，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

力的积极的反作用，严重忽视了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征对生产关系变革与调整

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1956 年中共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

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

展。”〔35〕
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

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6〕
党在历史的重要转

折关头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相对位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置换，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变革生产关系，已经

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仅此一点，“八大”的历史地位就应当充分肯定。但是

“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八大”决议关于

主要矛盾的表述，前半句事实上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落后的农业社会

必然向先进的工业社会演进，人民群众的要求只能是这一历史规律的体现; 表述

的后半句讲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与满足需要能力的矛盾，意在进一步强调发展

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面看这里几乎只是复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理。但决议起草者的本意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使人民的物质文化

需要迅速发展。这个表述理论上是有问题的。首先，将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区

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定性缺乏说服力; 其次，这一表述事实上已经隐含了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后来被毛泽东质

疑的理论命题。
根据胡乔木同志的回忆，将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

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写入大会决议，是陈伯达在八大接近

闭幕的时间向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毛就

对这一提法产生了怀疑。毛的怀疑不是针对发展生产力，而是针对将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作如此比较。〔37〕
毛泽东的理论直感是正确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前者是主动的革命的因素，而后者则是

被动的保守的因素。理想状态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二者良性互动; 当

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者就处于矛盾冲突中，生产关系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需要通过制度变革解放生产力。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生

产关系的优劣是以它对社会生产力是否适应来评判的，比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的先进程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后来表示:

“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是得到

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38〕
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这一表述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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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是第一要务，当然是好处。但说“并未发生毛病”却实在是过于乐观。大量

的历史事实证明，允许将这个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错误表述写进党的决议，

恰好暴露了我们党在那个历史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大毛病: 迷信斯大林模式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先进性，以及它对于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的、几乎是

无限量的积极作用，而且严重忽视了现代生产力对制度变革的制约作用，以及我

国的社会生产力现实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

恰恰是始作俑者。
1953 年 10 月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就曾经针对农产

品供求矛盾说过如下一段话:“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

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 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

会主义所有制? 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

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39〕
此后，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

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发生争论，毛甚至尖锐批评主张向农民的个体经营积极性让

步的邓子恢同志是“小脚女人”。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推进生产关系变革，实

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发展生产，多收粮食。而在他的理论视野中，生产关系变革

的主线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向“一大二公”的方向推进，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

制过渡，小集体的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社会主义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并且过渡的速度越快越好。1960 年，毛泽东

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间所说的一段话，清楚表达了他急于过渡的

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

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

所有制”。“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

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就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

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40〕
经历了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之后，大约在 1962 年前后，毛泽东关于两个过渡的思想

发生了变化，终于承认“我已经看不到”共产主义了。但是他仍然热衷于变革生

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寄希望于“抓革命，促生产”，而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历史

性质及其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限制作用，则始终在理论上不予重视，在实践中很少

考虑。
2．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按照“革命党人”的思

维定式夸大矛盾的斗争性、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站在执政党人立场上，强

调矛盾的同一性，引导社会各阶级、阶层和谐共处，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

盾，执政党也不应该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八大”事实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

识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阶

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会见国际友人，对斯大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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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根源曾经有清醒的表述:“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

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和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

继续行使他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

一个阶段，这是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卫生产力，而不

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

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41〕
但到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却又

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历史教训必须深刻总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诞生于 19 世

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制度高压统治的严酷环境下，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

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因此，作为这一革命运动指导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工人阶级推翻

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的理

论任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理论形态。用毛泽东极具个性化的语言，“马

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时期的马克

思主义更多地突出社会矛盾的斗争性，而不是同一性: 在国家理论中强调阶级统

治的暴力性质，而淡化其社会管理的功能; 在《资本论》的全部分析中突出劳资

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忽略劳资冲突缓和的可能性，等等。1917 年俄国十月革

命以后，相似地，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实践任务发生

了根本转变，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因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

主义，其理论任务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承认这一历史性转折是容易的，而实现党

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却要困难得多，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系统重

构。核心问题是要构建一种指导经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协调社会矛盾，实现

社会和谐的马克思主义。它应该全面理解矛盾的对立统一，而不是片面强调矛

盾的斗争性，应当全面分析社会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不是片面强调阶级矛盾

的不可调和性，更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苏联共产党在其执政的 70 多年时间内

没有完成这一理论的系统重构。一开始，执政党领导层中许多人，如托洛斯基

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看待农民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去解释党和政府中日益

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甚至不承认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以发动世界革

命来解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完全控制了党内权力的斯大

林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方式去处理国家与农民的

矛盾，以残酷斗争人身消灭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甚至宣布进行社会主义时期，

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不再强调阶级斗

争，但却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宣布进入无阶级社会，以鸵鸟政策

对待社会矛盾，最终导至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中国共产党在其

执政的前 30 年也没有做好这一理论的系统转换工作。事实上，毛泽东至死坚持

以革命党人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思维中毫不妥协地坚持“一分

为二”的“正确”，批判“合二而一”的“错误”; 在政治理论中强调专政而否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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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治; 在社会矛盾分析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者的高度警惕，在各种社

会矛盾中寻找“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甚至在执政党领袖的位置上发动文化大

革命，不惜与党内大多数的意见相冲突。其革命党人的勇气尚可尊重，但对马克

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令人遗憾。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和阶级矛盾长期存在。在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曾被人为地通过政治强压而消灭，但集体

农民仍然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在对生产资料的权利等方面有不同经济地位的社会

阶级。更重要的是，这场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巨大变革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动，并

不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整个世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

特征和趋势，因此具有不稳定的过渡性质。由现代生产力的历史性质所决定的，

并且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可以充分得到解放的人民群众劳动致富的积极

性，被这个僵化的体制所束缚，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矛盾。由于对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辩证运动的片面理解，共产党人没有如主观愿望那样成为社会生

产力完全的解放者，而是把以一些社会政策刚刚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又以另一些

社会政策束缚起来，从而使自己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背离，不能不过度地依赖等

级制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因此而趋于紧

张。这当然不是阶级矛盾，但却是超越历史地消灭阶级而付出的代价。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与竞争，被消

灭的阶级重新产生，被取消的矛盾又开始形成。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一

显而易见的事实讳莫如深。当代世界数量众多、学派纷呈的社会理论几乎没有

一种否认市场经济下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也很少有人否认劳资关系在社会

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承认事

实，我们从来都以直面矛盾的态度去积极解决矛盾。
在承认矛盾的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阶级矛盾还应当有

科学的分析。首先，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

发生了位置颠倒，劳动者阶级而不是资产者阶级成为社会阶级关系的主导力量。
这不仅是因为代表劳动者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了政权，而且因为作

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内部已经消灭了阶级，占社会资本很大份额的公

有资本不再为资产者阶级所有，占社会总量很大份额的剩余价值由国家直接掌

握用以为劳动者阶级谋福利，因此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变。往后去，随

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执政党可以采取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政策，实现全社会

范围的劳动平等和机会平等。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将不断提

升，不仅在法理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社会过程的主导力量。其次，以劳动者阶

级主导的社会阶级关系不再如资产者阶级主导的阶级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质，

劳资和谐将成为主旋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资产者阶级对劳动者

阶级的统治，这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少数人以一己私利左右社会运动

的走向，难免发生对抗与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者阶级长远利益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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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导向的市场经济，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

社会运动的方向，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社会矛盾一般不具有对抗性

质。由于劳资之间的正和博弈逐步上升为阶级关系的主流，多数人与少数人的

联盟将取代少数人针对多数人的斗争。最后，在阶级关系协调，不再具有对抗性

质的前提下，阶级矛盾也就不会成为，更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主要矛盾，“阶级

斗争为纲”应当从执政党的选择空间中删除。这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建设和谐

社会的愿望和目标，而且首先是因为社会经济的现实演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不仅表现在实事求是地承认现实，尤其表现在与时俱进地把握历史规律，

在社会形态转换的关键时刻及时调整，实现理论形态的系统重构。
3．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将整体性方法

与局部的、个体的方法混淆起来的理论偏差，而不能用辩证的观点把制度整体的

根本区别与体制局部的、甚至是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共性特征统一起来。
传统理论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这个资本主义概念的对立物，它当然也是

“整体性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首先应当覆盖全部物质生产领域的基础性部

门，然后对其他经济部门以及上层建筑发挥普照之光的渗透作用。这是一个与

资本主义在所有方面全面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仅在整体上是对立的，而且在

每一个局部上都非此即彼，毫无共同点可言。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

生资本主义”的论断就与这种制度整体性的理解有关。毛泽东当年将农民群众

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也与这一理论传统有关。〔42〕
还有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

竟是什么? 百家者，两家而已: 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43〕
这种非此即彼

的极端逻辑，与传统理论中关于制度整体性的误解密切相关。
整体性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范畴，但它始终与事物的矛盾性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同样不是。离开矛

盾分析法，我们就无论理解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转化，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演

变。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人对那个僵化的资本主义“整体性”
概念提出质疑。〔44〕

现在看来，传统理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是不符合实

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学和发展史，他的理论

逻辑自始至终与这一历史过程相统一。在其全部分析视野内没有出现过 20 世

纪现实社会主义这一参照物，如果说分析有什么参照的话，那也只是一个没有商

品货币关系的未来社会的预想，这与 20 世纪、21 世纪现实的社会主义有根本区

别。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毫无共同之处，可以成立，但必须在宏观

历史的大尺度( 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上予以理解。社会主义不过是从前者通往

后者的历史过渡形式，它不可能在所有局部和所有细节上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并且在一夜之间消灭一切旧事物，建立所有新事物，实现社会制度的魔幻般翻

转。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生长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一样要利

用现代市场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商品、货币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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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都是通用的，二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上也有许多相

通之处，在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系列共性特征，甚至在社会阶

级结构方面共性特征也远比之前人们想像的要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现代

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形式，他们几乎用相同的制度构件和相似的结构框架构造，

所不同的是不同构件的相对比重和数量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若干社会基本功

能的分野。就像碳和一个氧原子结合生产煤气，和两个氧原子结合则生成水。
整体特征的区别无可置疑，而构成要件的共通却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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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Chen Duxiu himself alleged tha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was mistaken and so was him．
His allegation can be made tenable as stat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Chen Duxiu; the second revolution theor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u Hong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anges of Chen Duxiu’s Religious Outlook

Abstract : Chen Duxiu’s religious outlook roughl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negation to affirma-
tion，and then a higher level of negation． He first believed that“all religions should be discarded”．
He then insisted on substituting“better religions”for“relatively bad religions”． After he accepted
Marxism，he began to analyze religion from the point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believed that
religion should also be dominated by the times and social forces．
Key words: Chen Duxiu; religious outlook; transition

Zhang Hongbo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Mao Zedong’s Twice Exploring and Breaking － through of Stalinist
Pattern and Its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bstract :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at when he built the initi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ao Zedong generally accepted Stalinist Pattern and tried tw ice to explore at
scale and break through it，which were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discuss its theoretical mistakes and causes of failure． Besides serious recognition deviation of so-
cialist economic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mindset of stalinist pattern，several misunderstandings of
CPC’s guiding ideology at that time and especially Mao Zedong’s mis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basic
tenets of Marxism，are also important incentives of its failures．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are still needed
to be clarified now ．
Key words: Stalinist pattern;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cialism

Rong Zhaozi
Anhui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Movement of“the Post Great Leap Forward”

Abstract : The movement of“the Post Great Leap Forward”is another movement characterized by
high － speed and high － target，on adv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1970s． The move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by“the western adventurous advance”of economic de-
velopment，“the Great Leap Forward”of higher educa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of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the like． The movement of“the Post Great Leap Forward”brings negative influ-
ence in various directions． Its long prevalence has four different reason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practi-
cal measures against repeating itself．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the Post Great Leap Forward”; “the western adventurous ad-
vance”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eat Leap Forward”of higher educa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of traffic construction; negative influence; the reasons of prevalence; preven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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